
第 72 卷 第 5 期 2019 年 9 月
Vol. 72

 

No. 5
 

Sept. 2019. 071-083

DOI:10. 14086 / j. cnki. xwycbpl. 2019. 05. 008

网络抗争研究的全球图景:结构、热点与知识基础
———基于 WoS 三大引文索引的知识图谱及文献计量分析

王凤仙　 徐仕炜

摘　 要:网络抗争研究,这一领域处在“学科发展时期” ,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但研究

者的流动性强,学科构成多样;其研究视角和研究取向从“经验-功能” “技术控制论” 转向

“结构主义符号-权力” ,从将抗争视为信息传播过程,转向将抗争看作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和社会变迁现象;其研究聚焦于两大根本性问题,一是涉及抗争的政治过程、组织结构、聚
合逻辑等经验性问题,二是探讨新媒体如何影响民主等价值性问题;其研究对象多为重大

的社会抗争事件,日常的、适应性的抗争未受到重视,网络文化的激进性被忽略;其研究思

路通常将媒介技术作为外在的力量,揭示因果关系或动力学作用,往往难以摆脱技术决定

论的逻辑;在网络抗争研究的全球图景中,欧美研究是主流,中西方研究合作关系呈断裂状

态,不仅由于研究旨趣和研究范式的差异,也因为对在地抗争文化的深刻理解是实施研究

的基础性条件。 综合来看,两方面的选题极富研究价值和意义,一是关于日常的、适应性的

抗争的研究,二是从文化理论的视角,在宏大的社会背景中分析抗争作为历史变迁过程的

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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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转型适逢新媒体革命,新旧利益主体的多元话语表达、竞争、对抗,在互联网环境下

被放大和增强。 这不仅关乎抗争政治,也涉及日常的文化抵抗,成为横跨人文社科众多学科领域的

热点议题。 在世界范围内,由在线的政治参与、抗争性的集体行动所引发的阿拉伯之春、Twitter 革

命、Facebook 革命等一系列社会运动或革命性事件此起彼伏,重新定义了民主及其实现方式,也引发

了广泛的学术讨论。 国内的相关研究多吸纳西方理论资源,并受其深远影响。 本研究运用文献计量

和知识图谱的分析方法,全面扫描和深刻描画全球范围内的网络抗争研究,以期为理解网络抗争提

供更为丰富的资料。

一、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法( Bibliometrics)是用于描述、分析某一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动态与进展的计量方法[1] 。
知识图谱(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则是在计量数据的基础上,对学科知识的结构与进程进行可

视化的图形展示[2] 。 运用这两种方法,可以挖掘、分析、建构和展示知识及其相互之前的联系,全面

刻画研究领域,发现不足、空白点和增长点,为后来的研究指明方向。 它们克服了传统文献综述法的

两大局限:一是见木不见林,文献范围有限;二是质量取决于作者的文献品鉴能力、思辨能力,结论受

制于作者的研究取向。 近年来,它们逐渐被应用于人文社科领域,进行知识扫描和文献爬梳。 然而,



这两种方法也因其缺陷而受到诟病,它们多关注文本的题名、著者、参考文献等外部特征,忽视文本

内部特征,导致文献分析的深度不够,难以展现文献之间有价值的内容推进和观点碰撞。 因此,本研

究将其与传统的综述方法结合起来,先对网络抗争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借助可视化分析工具

Citespace,呈现这一领域的合作网络、研究热点与前沿、知识基础等,再就知识基础分析所甄别出的重

要文献进行综述。
(二)数据来源

为保证数据库的涵盖性,本研究选取国际权威且数据结构最为完整的 WoS( Web
 

of
 

Science)数据
库中的人文社会科学三大引文索引,即 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A&HCI(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和

CPCI-SSH(社会科学与人文艺术学科会议引文索引) ,作为数据来源。 为保证查全率( recall)与查准

率( precision) ,考虑到“网络抗争”一词可对应多种英文表达,本研究使用“网络” “抗争”所对应的英

文词汇共同作为检索词,并以“逻辑与( AND) ” 联结;选择主题( Topic) 作为检索项,可检索出篇名、
关键词、摘要任一项或多项满足指定检索条件的文献。 设定检索式为:主题 = ( “ online” or “ new

 

media” or “ internet” ) ; AND 主题 = ( “ protest” or “ struggle” or “ opposition” or “ contention” or “ conten-
tious” ) ;时间跨度 =所有年份;文献类型 = ( Article) ;语种 = ( English) 。 检索结果去重后,共得到文献

1343 篇①。

二、研究发现

(一)文献增长

科学文献的增长规律反映出科学知识的继承性和积累性。 根据美国科学史学家普赖斯
( D. Price)提出的指数增长规律,当科学的发展表现为知识量的积累时,文献数量就形成指数发展规

律②;而表现为质变飞跃时,就形成所谓科学革命。 具体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学科诞生时期,文献数

量不稳定增长,很难通过统计方法求出相应的数学表达式;学科发展时期,学科文献数量“爆炸” ,呈
相对稳定的指数型增长;学科成熟时期,论文数量的增长减缓,演化为线性增长;学科饱和时期,文献
日趋减少,曲线逐渐平行于横坐标,孕育新学科的出现和发展。[3] 据此,本研究将网络抗争研究的文
献年度分布和累积状况绘制折线图。 其中的文献累积量曲线,呈现为一条平滑的上扬曲线,表明文

献数量呈指数增长,符合指数增长规律。 可见,这一研究领域还处于知识积累阶段,属于“发展时

期” ,尚未进入“成熟”阶段,未来文献数量还将保持加速增长。
由于文献的年度产出量远低于累积量,文献年度分布曲线在纵坐标的巨大刻度下未体现出明显

的变化。 但进一步考察其数据后发现,全球网络抗争研究领域的文献产出,在 2008 年出现明显的拐

点。 这一领域的研究起始于 2001 年,直至 2007 年,文献产出量十分平稳,年均约 18 篇;自 2008 年

起,年度文献数量开始呈线性增长,2017 年达到顶峰,刊出文献数量 191 篇;2018 年,截至 9 月 13 日

已检出论文 116 篇,预计刊出文献数量将不低于前一年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状况与国内网络
抗争研究的文献增长状况几乎完全一致③,均在 2008 年出现拐点。 同时,国内外知识增长状况也与

新媒体的发展进程高度吻合。 2008 年前后,新兴的社交媒体爆发式增长,随后全面、深度地卷入社会

生活,网络抗争研究文献也开始持续加速增长。 可以预见,随着互联网的社会化发展,网络抗争研究

的加速增长趋势还将延续。
(二)学科领域

利用 WoS 数据库标示的学科领域( category)字段,统计分析网络抗争研究领域的学科构成,结果

显示,这一主题的研究广泛分布于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 其中,前十的学科,共占比 82. 58%,集中

度比较高。 排名前三的传播学(26. 14%) 、社会学(14. 00%) 、政治科学(10. 50%) ,共占比 50.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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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检索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13 日。
即以科学文献累积量为纵轴、以年代为横轴时,各年代的科学文献累积量呈现为一根上扬的光滑曲线。
在中国知网中检索网络抗争相关研究并绘制折线图后,呈现出与前述曲线几乎一致的结果。 具体参数为:以“网络”和“抗争”

作为检索词,“主题”作为检索项,以逻辑“与”连接,其他条件不限,检索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13 日。



是网络抗争研究的核心领域。 此外,信息科学图书馆学(6. 55%) 、社会科学跨学科(5. 14%) 、教育研

究(4. 69%) 、心理学多学科(4. 24%) 、公共环境职业健康(4. 02%)等,也是网络抗争研究的重要领

域。 考虑到网络抗争研究的文献增长拐点,将 2008 年前后的学科领域构成进行比较后,发现有显著

的变化。 2008 年以前,文献数量排名前三的学科为传播( 18. 55%) 、信息科学图书馆学( 14. 52%) 、
社会学(9. 68%) ,共占百分比 42. 74%,政治学科仅占比 4. 84%,透露着“经验-功能” “技术控制论”
的研究取向;自 2008 年至今,文献数量排名前三的学科为传播(26. 81%) 、社会学(14. 47%) 、政治科

学(11. 10%) ,共占百分比 52. 38%,显示了“结构主义符号-权力”的研究取向。 可见,社交媒体诞生

前后,网络抗争研究不仅出现了文献数量增长的拐点,还在研究视角和研究取向上发生了转型。
学科领域共现( Co-category) ,是通过构建学科关联网络,揭示特定研究主题的各个学科领域之间

的交叉联系。 将网络抗争研究的学科领域共现分析结果可视化为图 1。 每一节点代表一个学科领

域,节点的大小与该学科领域的文献数量成正比;节点年环的颜色代表相应的文献发表时间,年轮厚

度与相应时间分区内文献数量成正比;连线的颜色,代表学科领域首次共现的时间;年环、连线的颜

色,由深到浅,分别对应着时间的由远及近。 图中呈现出三个明显的自然聚类:①“传播学” “社会

学”和“社会科学-其他主题”连接成规模最大的聚类,其文献数量和学科领域共现次数均为最大;②
“心理学”和“公众、环境和职业健康”形成的聚类次之,经“社会科学跨学科”与前一聚类产生关联;
③“政府和法律”和“政治科学”在外围形成一个孤立的聚类。 从节点年环的颜色来看,网络抗争问

题最早受到“传播学” “政府和法律”的关注,心理学较晚才关注这一议题。 从连线的颜色来看,“传

播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联系最为久远,在它们组成的聚类周围,产生了不少新的跨学科尝

试与拓展。

图 1　 网络抗争文献的学科领域共现网络

中介中心性( Betweenness
 

centrality)是测度一个节点在网络中作为其他节点的“中介”和“沟通桥

梁”的指标。 Citespace 将中介中心性≥0. 1 的节点标记出来,它们往往是不同聚类路径之间的“转折

点” 。 值得注意的是,在图 1 中,“传播学”虽然是众多的学科领域中最大的节点,文献数量最多,却不

是与其他学科领域关联最广泛的节点。 中介中心性最高的三个节点,分别是“心理学” (0. 58) 、“社

会科学-其他主题” (0. 56)和“社会科学跨学科” (0. 55) ,均处在“传播学”连接其他聚类路径的关键

·37·王凤仙　 等:网络抗争研究的全球图景:结构、热点与知识基础



位置。 可见,网络抗争议题在传播学领域受到的关注最多,但它并非被看作纯粹的传播议题,更多是

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心理问题,广泛地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产生关联。
(三)合作网络

科研合作之结构的整体化和社会化程度,标志着特定科学领域研究能力的发展[3] 。 科研合作表

现为多种形式,即在一篇论文中出现不同的作者、机构或者国家 / 地区,则他们之间存在合作关系。
本研究主要着眼于比较微观的机构合作和作者合作。 图 2 是网络抗争研究的机构合作网络( Co-In-
stitution

 

Network) ,即对文献产出机构的合著关系的社会网络呈现。 如图所示,科研劳动协作主要体

现在英美研究机构之间。 网络中央清晰地呈现出 3 个合作团体:①以英国的牛津大学、美国的宾夕

法尼亚大学、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为中心,形成了最大的、也是跨国的合作团体,它既与英国的曼

彻斯特大学、兰卡斯特大学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又向美国延伸,与华盛顿大学、美国大学、纽约大

学、麻省理工学院建立协作关系;②以威斯康星大学系统、密歇根大学、亚利桑那大学为中心,形成了

一个美国内部的高校合作团体;③以英国的卡迪夫大学、诺丁汉大学、伦敦大学学院以及新加坡的南

洋理工大学为中心,形成比较密集的科研合作网络,也与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系统、威斯康星大学系

统进行合作。 后两个协作体系,较之最大的合作团体,研究产出较低,但合作关系更为密切。 在网络

的外围,还有少数机构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以及一些独立的研究机构。 其中,以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

和中国的香港中文大学,产出的文献数量最多。 整体上,欧美研究机构之间建立了较为广泛的合作

关系,但与中国的研究机构完全断裂。 这可能源于跨文化科研合作的障碍,或与不同学术传统下的

研究旨趣和研究范式有关。

图 2　 网络抗争研究的机构合作网络

图 3 则是网络抗争研究的作者合作网络( Co-Author
 

Network) ,即对文献作者共现的社会网络呈

现,它能够反映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和科学共同体的形成情况。 图中,比较稳定的作者合作团体有 8
个,其余作者零星地分布其中。 参照作者总人数来看,网络抗争研究领域目前的科研合作范围很小,
远未形成整体化的合作网络。 并且,为数不多的作者团体,一般只合著了 2—3 篇论文,所著论文的

被引频次不高,影响力十分有限。 相反地,几位独立作者文献产出量大、总被引频次高,是网络抗争

研究领域的高活跃度的作者。 图中显示的活跃作者有:①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社会学家厄尔,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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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社会运动、抗议活动的组织、参与,特别是其中的动力学机制和在线参与的影响因素。 ②韩国岭

南大学的传播学者朴汉宇,研究韩国的电子竞选、在线抗议、社交平台上的政治互动等网络政治议

题,尤其是这些活动带来的在线内容的结构性变化。 ③香港中文大学的李立峰教授,就香港的在线

社会抗议中的媒体使用、动员、组织,来反思公共领域的实现。 ④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华人学者杨

国斌教授,比较关注中国的网络抗争与互联网管理中的力量博弈、霸权与反霸权等问题。

图 3　 网络抗争研究的作者合作网络

此外,依据文献计量学的洛特卡定律来看,网络抗争研究作者群体的流动性非常强。 这一定律

描述了特定科学领域的作者人数与文献数量之间的关系,即在某学科领域发表 n 篇论文的作者数量

约为发表 1 篇论文作者数量的 1
 

/ n2 ,发表 1 篇论文作者的数量约占所有作者总数的 60%。[4] 网络抗

争研究的全部文献,共涉及 2267 位作者,发表 1 篇论文的作者占 92. 2%,发表论文≥2 篇的作者仅占

7. 8%,未达到洛特卡定律提出的比值。 这一研究领域低产量作者过多,高产量作者过少,说明持续

关注网络抗争议题的作者很少。
(四)研究热点与前沿

研究热点是某个领域中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或者多个话题。 研究前沿则指正在兴起的理论趋

势和新主题的涌现。 两者相比,研究前沿具有更强的时间特征,而不同领域的研究热点保持的时间

可能有长有短。[5] 关于网络抗争的研究热点,本研究运用 Citespace 提供的关键词共现和爆发词

( burst
 

word)探测两项功能来考察。 图 4 展示了网络抗争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 从网络结构来看,
以 social

 

media、protest、social
 

movement 为中心形成了三个自然聚类,形成了“媒介技术与媒介形态”
“政治参与” “社会运动”三个核心话题。 与 social

 

media 共现频次较高的,有 communication、behavior、
technology、mobilization、democracy、twitter、facebook 等关键词,围绕新媒介影响使用者行为、政治动员、
民主的实现等问题,指向新的媒介技术与媒介形态下政治机会的变化、民主的可能性。 与 protest 共
现关系紧密的高频词汇,有 political

 

participation、civic
 

engagement、activism、collective
 

action、politics、
public

 

sphere、power、attitude、perception、model,涉及集体行动、公共领域和个体公民的在线参与、态
度、认知等,主要讨论对抗性的政治参与、行动的动力学问题。 与 social

 

movement 共现次数较多的,
有 policy、impact、opposition、collective

 

action、network 等关键词,论及政策、反抗、冲击性影响、组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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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关乎抗争的政治过程及组织结构。 三个话题通过 collective
 

action、participation 等高中介中心性的

关键词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网络。 另外,China 和 United
 

States 分别与 Social
 

media、social
 

move-
ment 高频共现,说明中国和美国的网络抗争案例受到重视,是热门的研究对象。

图 4　 网络抗争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

表 1 是网络抗争研究领域的爆发词列表。 忽略因本研究关键词设置而形成的高频关键词 inter-
net,共出现 11 个爆发词。 爆发最早且持续时间最长的,是 2003—2010 的 information、social

 

move-
ment,分别透露着将抗争视为信息传播过程或社会变迁现象两种不同的思维取向。 到中间阶段,glo-
balization、web、blog 的爆发,显示了与新兴技术和媒介形态相伴生的全球化问题的凸显。 2011 年以

后,civil
 

society、 revolution 接力 social
 

movement,延续社会学视角下的网络抗争研究;web2. 0 接力

web、blog,说明技术进步带来的可能性始终是网络抗争研究无法回避的话题,arab
 

spring、africa 则是

研究的具体案例和对象;另外,meta
 

analysis 的爆发,表明研究者们开始对本研究领域知识基础的溯

源、评价和反思。
关于网络抗争的研究前沿,本研究则运用 Citespace 提供的共被引分析及聚类功能进行考察。

Citespace 将研究领域概念化成研究前沿( research
 

front)和知识基础( intellective
 

base)间的映射函数。
知识基础是一个被研究前沿文献所引用的、不断发展的科学文献网络,由共被引文献集合组成。 研

究前沿则由施引文献集合而成。 Citespace 中共被引分析的聚类标签,是由施引文献中提取出的名词

性术语来确定的,因而聚类标签表征着研究前沿领域。[6] 图 5 即是网络抗争研究的共被引分析及聚

类的可视化结果:共生成了 14 个主要聚类,以不同色块标示出来;聚类标签的字体大小与该聚类的

规模成正比。 聚类的网络模块度( Modularity)为 0. 8428,这一数值非常高,意味着聚类可以清楚地界

定出网络抗争研究各个前沿的子领域;同时,聚类的平均轮廓值( Mean
 

silhouette)是 0. 2045,比较低,
说明存在着很多小规模的聚类,使得聚类的平均规模比较小。 各聚类所涵盖的文献内容丰富,按照

传播学研究的方法论取向,可划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为“技术控制论” 研究,包括“ Facebook 使用”
“新的活动家记者” “信息渠道” “数字鸿沟” “在线政治参与” ;第二类为“经验功能主义”研究,包括

“扩散动力学” “抗议行为” ;第三类为“结构主义符号-权力”研究,包括“社会运动行动” “持续的抗

议” “中国在线争论” “阿拉伯之春” “政治抗议” “反对 / 抵抗” “全球行动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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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网络抗争研究爆发词

关键词 强度 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2001—2018

internet 29. 8589 2001 2010
                 

information 5. 047 2003 2010
                 

social
 

movement 4. 3922 2003 2010
                 

globalization 4. 4063 2009 2011
                 

web 4. 4965 2009 2014
                 

blog 3. 1128 2010 2012
                 

africa 3. 4074 2011 2013
                 

civil
 

society 3. 9789 2011 2014
                 

web
 

2. 0 3. 1868 2012 2013
                 

arab
 

spring 3. 214 2013 2015
                 

revolution 2. 9524 2014 2015
                 

metaanalysis 3. 0031 2016 2018
                 

　 　

图 5　 网络抗争研究的共被引聚类网络

(五)知识基础

关于知识基础,本研究借助 Citespace 的时间线视图( timeline
 

view)来清晰地展示其间的递进演

化关系。 图 6 是根据共被引分析结果绘制的时间线视图。 图中,每一聚类所包含的文献从左至右按

照时间顺序排列,聚类之间的知识流向也在时间上展现为由深到浅的变化;相邻聚类之间常常存在

聚类间共引,即相关主题;中介中心性≥0. 1 的文献以及文献的爆发性( Burstness)也通过颜色加以标

注;节点越大表示被引频次越高。 从时间序列上看,最为久远的是“社会运动行动” “信息渠道”两个

聚类,其中部分文献虽然被标注为爆发性引文,被引频次却不高;整体上,未有过大规模的引文爆发,
但文献的中介中心性都非常强,说明它们更多的是作为网络中连接其他聚类的“跨界者( 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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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ners) ” ,而非独立的研究。 这两个聚类,在 2010 年左右就不再有新的被引文献加入,几乎与此同

时,“持续的抗议” “中国在线争论” “扩散动力学” “反对 / 抵抗” “在线政治参与” “全球行动主义”等
一系列新的聚类兴起了。 结合聚类间共引情况,可以推测,网络抗争研究的知识基础发生了转移。
这些新的聚类在 2008 年以后陆续兴起,自 2010 年起,都开始出现规模不等的引文爆发。 其中,“阿
拉伯之春”这一聚类的引文爆发规模最大,有 3 篇文献被广泛引用,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志点( Land-
mark

 

node) ” ,它们分别是詹妮弗·厄尔所著的《数字化社会变革:互联网时代的行动主义》 、兰斯·
班尼特所著的《连接行动的逻辑:数字媒体与政治争议的个性化》和曼纽尔·卡斯特尔所著的《愤怒

和希望的网络: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运动》 。 这些新兴聚类,广泛涉及抗争事件、媒介平台、行动主体、
抗争行为、集体行动的结构与动员等问题,体现了更为具体化的研究取向。 但无论哪一聚类的研究,
往往都以具体的抗争事件为依托,当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等重要的社会运动出现,便迅速成为网
络抗争研究的标本。 透过这些事件,网络抗争研究聚焦于两大核心问题,一是抗争行动参与、聚合的

逻辑;二是关于新媒体对民主的影响。

图 6　 网络抗争研究的共被引聚类的时间线视图

由于文献年代越久远其被引次数越多,比较新近的文献则被引次数相对少,因而,不能仅以被引
次数来判定重要文献。 本研究将被引次数、中心性、sigma 值各项排名前十的文献,综合并去重,得到

结构性和突现性表现最优的文献共 17 篇(见表 2) ,包括 6 本书籍、11 篇期刊论文。 11 篇期刊论文
中,10 篇发表在《传播学刊》 《网络传播学刊》 《政治传播》 《新媒体与社会》 《信息传播与社会》 《国际

传播杂志》等传播学专业期刊上,另 1 篇发表在民族学期刊《美国民族学家》上。 17 篇文献共涉及 15
位研究者,其中,兰斯·班尼特和曼纽尔·卡斯特尔分别有两篇重要文献在列,是网络抗争研究最具

影响力的两位作者;从作者国别来看,13 篇文献作者来自美国的研究机构,另 4 位作者来自欧洲的瑞
士、荷兰、比利时和南美的智利;从作者知识结构来看,8 篇文献作者来自新闻学或传播学,3 篇文献

作者来自政治科学背景,其余 6 篇文献作者具有传播学与政治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的混合学科背
景。 值得注意的是,叶夫根尼·莫罗佐夫和克莱·舍基两位作者本身也是畅销作家,是能够影响舆
论和推动在线抗争的意见领袖,可见,网络抗争研究与抗争实践是相互关联的。 综合 17 篇文献的期

刊来源和作者知识结构来看,传播学是网络抗争研究的主要阵地,政治科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
学、心理学也是网络抗争研究的知识来源,这与学科领域共现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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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网络抗争研究的重要被引文献

文献

类型

发表

时间
作者 文献题名 期刊 / 出版社

论文 2012 Bennett
 

WL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
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 连结性行动” 的逻

辑:数字媒体和个人化的抗争性政治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信息传播与社会

书籍 2011 Earl
 

J
Digitally

 

Enabled
 

Social
 

Change:
 

Activism
 

in
 

the
 

Internet
 

Age　 数字化社会变革:互联网时代的行动主义

The
 

MIT
 

Press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书籍 2012 Castells
 

M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
ternet

 

Age　 愤怒与希望的网络:网络时代的社会运动
Polity

 

Press　 政治出版社

论文 2012 Tufekci
 

Z
Social

 

media
 

and
 

the
 

decision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pro-
test:

 

Observations
 

from
 

Tahrir
 

Square　 社交媒体与参加政

治抗议的决定:来自解放广场的观察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传播学刊

书籍 2011 Morozov
 

E
The

 

Net
 

Delusion:
 

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　 网络

错觉:互联网自由的黑暗面
 

Public
 

Affairs　
公共事务出版社

论文 2012 Juris
 

JS

Reflections
 

on
 

# Occupy
 

Everywhere:
 

Social
 

media,
 

public
 

space,
 

and
 

emerging
 

logics
 

of
 

aggregation 　 关于 “ Occupy
 

Everywhere”的思考:社交媒体、公共空间和新兴的聚合

逻辑

American
 

Ethnologist　
美国民族学家

书籍 2009 Castells
 

M Communication
 

Power　 传播权力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学出版社

书籍 2008 Shirky
 

C
Here

 

Comes
 

Everybody:
 

How
 

Change
 

Happens
 

When
 

People
 

Come
 

Together　 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

Penguin
 

Books　
企鹅出版集团

论文 2012 Valenzuela
 

S
The

 

Social
 

Media
 

Basis
 

of
 

Youth
 

Protest
 

Behavior:
 

The
 

Case
 

of
 

Chile　 青年抗议行为的社会媒体基础:智利案例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传播学刊

论文 2011 Segerberg
 

A

Social
 

Media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U-
sing

 

Twitter
 

to
 

Explore
 

the
 

Ecologies
 

of
 

Two
 

Climate
 

Change
 

Protests　 社交媒体与集体行动的组织:利用 Twitter 探索

两次气候变化抗议活动的生态

Communication
 

Review　
传播评论

论文 2012 de
 

Zuniga
 

H
Social

 

Media
 

Use
 

for
 

News
 

and
 

Individuals '
 

Social
 

Capital,
 

Civic
 

Engagemen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用于新闻与

个人社会资本、公民参与与政治参与的社交媒体

Journal
 

of
 

Computer
 

Media-
ted

 

Communication　
网络传播学刊

书籍 2010 Howard
 

PN
The

 

digit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olitical
 

Islam　 专制和民主的数字起源:
信息技术和政治性的伊斯兰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学出版社

论文 2011 Eltantawy
 

N
Social

 

Media
 

in
 

the
 

Egyptian
 

Revolution:Reconsidering
 

Re-
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埃及革命中的社会媒体:重新

审视资源动员理论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
munication　 国际传播杂志

论文 2008 Bennett
 

WL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Digital
 

media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antiIraq
 

war
 

demonstrations
 

in
 

the
 

US　 沟

通和政治动员:数字媒体和美国反伊拉克战争示威活动

的组织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政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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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文献

类型

发表

时间
作者 文献题名 期刊 / 出版社

论文 2012 Mercea
 

D

Digital
 

Prefigurative
 

Participation:
 

The
 

Entwinement
 

of
 

On-
line

 

Communication
 

and
 

Offline
 

Participation
 

in
 

Protest
 

E-
vents　 数字预先参与:抗争事件中线上沟通与线下参与

的交织

New
 

Media
  

&
 

Society　
新媒体与社会

论文 2009 Stein
 

L
Social

 

movement
 

web
 

us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
 

content
 

a-
nalysis

 

of
 

US
 

movement
 

websites　 社会运动网络在理论和

实践中的应用:美国运动网站的内容分析

New
 

Media
  

&
 

Society　
新媒体与社会

论文 2010 van
 

Laer
 

J
Internet

 

and
 

Social
 

Movement
 

Action
 

Repertoires:Opportuni-
ties

 

and
 

limitations　 互联网和社会运动行动剧目:机会和

限制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信息传播与社会

　 　

下面我们将 17 篇重要文献,围绕网络抗争研究的两大核心议题所展开的讨论,进行简要梳理:
关于网络抗争行动的参与和聚合逻辑,2011 年是一个分水岭,此前学者们笼统地关注互联网技

术,之后则聚焦到社交媒体上来。 在前一阶段,克莱·舍基将互联网技术描述为一种“无组织的、去
中心化的力量” ,认为它将带来一个乐于创造和分享的年代[6] ;兰斯·班尼特分析了美国国内对伊拉

克战争的抗议活动,发现抗议活动已经由紧密的组织动员转向成员之间的松散联系,通过网络实现

了更广泛的政治动员[7] ;斯坦·劳拉发现虽然传播学者认为互联网可以作为社会运动的重要互动资

源,但大多数美国社会运动组织没有充分发挥潜力[8] ;詹妮弗·厄尔则指出网络为行动主义提供了

两个关键的条件,一是大幅降低创建、组织和参与抗议的成本,二是降低了行动者共同身体在场的需

求[9] 。 在后一阶段,有学者指出了社交媒体在行动组织中的重要作用,米尔恰·丹发现数字预先参

与可能是广泛的[10] ;坦塔维·纳赫德认为社交媒体已经是集体行动的重要资源[11] ;亚历山德拉·塞

格博格将社会媒体视为组织机制,认为其使用痕迹反映出抗争行动的组织方案[12] 。 有学者讨论在

线抗争活动的分析路径,兰斯·班尼特认为经由网络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不同于常规的社会运动,要
理解其中的组织动力学,需要区分两种可能存在的逻辑,即集体行动( collective

 

action)的逻辑和连接

性行动( connective
 

action)的逻辑[13] ;曼纽尔·卡斯特尔则开创了一个分析模板,将多种因素纳入其

中———运动的社会、文化、政治根源,参与者的创新性自组织形式,技术在动力学意义上的具体作用,
社会运动获得支持的原因等[14] 。 还有学者检验了具体抗议活动的组织过程,泽内普·图费克奇对

埃及解放广场抗议活动调查发现,社交媒体,特别是 Facebook,提供了政权无法控制的新信息来源,
对于塑造公民参与抗议的个人决定、抗议的逻辑、成功的可能性都至关重要[15] ;巴伦苏埃拉·塞巴

斯蒂安则社交媒体使用与青少年抗议之间的关联,发现 Facebook 的使用与抗议活动显著相关[16] ;朱
里斯杰弗瑞认为社交媒体在一系列“占领运动”中促成了一种新的聚合逻辑,它甚至不同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列表服务器和网站在全球正义运动中催生的广泛的网络逻辑,能够将来自不同背景的大量个

体聚集在一定的物理空间内,之后又朝向更加分散的组织和网络形式的转变,以确保占领运动的可

持续性[17] 。
关于新媒体对民主的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互联网提供了政治参与和政治行动的机会,为民主

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曼纽尔·卡斯特尔讨论大众作为传播主体,如何建构和改变文化、经济、政治权

力关系,以及网络民主的权力本质[18] ;菲利普·N. 霍华德认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信息技术

为政治转型创造条件,没有它们,穆斯林世界的民主化就不再可能[19] ;范拉尔·杰罗恩分析互联网

时代社会运动的行动剧目,发现互联网改进和提升了参与社会和政治行动的机会,使社会运动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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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运作,但它也存在数字鸿沟的老问题[20] ;德祖尼加·荷马吉尔发现通过社交网站寻求

信息,是人们的社会资本积累和政治参与行为的积极和重要的预测指标[21] 。 叶夫根尼·莫罗佐夫,
则批判地分析了互联网自由的黑暗面。 他探讨互联网对专制国家的影响,并追溯了人们对于互联网

所具有的解放潜力的兴奋的知识来源,反对“网络乌托邦主义( cyber-utopianism) ” (缺乏对信息控制

和操纵新媒体空间能力的认识)和“互联网中心主义( Internet-centrism) ” (越来越倾向通过互联网来

观察所有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22] 。

三、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文献增长、学科领域、合作网络、研究热点、研究前沿、知识基础的分析和可视化呈

现,勾勒出了网络抗争研究的全球图景:
第一,就研究领域的发育程度来看,网络抗争研究还处在普赖斯定律所述的“学科发展时期” ,即

知识积累阶段,未来还将保持加速增长,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这一状况,与国内该研究领域的情况

几乎完全一致,也都与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的社会化进程高度吻合。 可以说,新媒体在社会生

活中的深度卷入,是该研究领域的重要驱动力。 然而,作者分析也显示,该领域的研究团体还比较薄

弱,合作范围小,合著文献数量少,文献影响力也十分有限。 就作者个体的发文量来看,也远远低于

洛特卡定律提出的比值,说明作者群体的流动性非常强,持续关注这一领域的作者很少,大量跨学科

研究者只是偶尔涉及这一议题。 不过,爆发词元研究( meta
 

analysis)的出现,意味着研究者已经开始

对这一领域的知识基础进行追溯和反思,网络抗争研究可能在调整之后再出发。
第二,从研究视角和研究取向来看,网络抗争研究经历了转型。 在社交媒体诞生前后,这一研究

领域不仅出现了文献数量增长的拐点,还在学科构成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信息科学迅速被社会学

和政治学科所取代。 网络抗争研究视角从“经验-功能” “技术控制论”转向“结构主义符号-权力” ,
从将抗争视为信息传播过程,转向将其看作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变迁现象。 共被引聚类分析

也显示,2008 年以后陆续兴起了“持续的抗议” “中国在线争论” “扩散动力学” “反对 / 抵抗” “在线政

治参与” “全球行动主义”等一系列新的聚类,涉及抗争事件、媒介平台、行动主体、抗争行为、集体行

动的结构与动员等更为具体的研究问题,透露出“结构主义符号-权力”的研究取向。 另外,在学科

领域共现网络中,围绕“传播学”与“社会科学”组成的聚类,产生了“教育研究” “心理学” “公众、环
境和职业健康” “区域研究”等跨学科的尝试与拓展,这些可能为该领域带来新的研究议题和视角。

第三,从研究议题来看,网络抗争研究包括经验性问题和价值性问题两大焦点。 网络抗争研究

围绕“媒介技术与媒介形态” “政治参与” “社会运动”三大热点话题,论及新的媒介技术与媒介形态

下政治机会的变化、民主的可能性,对抗性的政治参与、行动的动力学问题,抗争的政治过程及组织

结构。 特别是在社交媒体诞生以后,网络抗争的知识基础聚焦于“抗争行动参与、聚合的逻辑” 和

“新媒体对民主的影响”两大核心议题。 这些议题,从根本上可归于经验性问题或价值性问题,或探

讨抗争的政治过程、组织结构、聚合逻辑和个体的参与、态度、认知等问题,或讨论新媒体对民主的影

响,即新媒介形态带来的政治机会变化、民主的可能性。
第四,从研究对象来看,网络抗争研究多聚焦于重大的社会抗争事件,对日常的、适应性的抗争

的关注比较少。 无论是讨论“抗争行动参与、聚合的逻辑”或“新媒体对民主的影响” ,还是经验性问

题或价值性问题,研究者往往都以具体的抗争事件为依托,以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等重要的社会

运动作为网络抗争的研究标本。 然而,不仅社会运动关乎抗争,日常生活同样也是抗争的舞台,现实

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抗争同样溢出到网络空间。 重大的社会抗争事件与日常的、适应的抗争存在明显

的差异:前者是作为社会运动的政治抗争,行动者具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利益诉求,在时间上也有清

晰的起止边界;后者是作为文化现象的话语抗争,体现为参与者的日常话语生产,并没有明确的主张

和诉求。 在既有的网络抗争研究中,日常的、适应性的抗争未受到重视,网络文化的激进性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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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从研究思路来看,网络抗争研究难以摆脱技术决定论的逻辑。 2008 年以前,在网络抗争研

究的学科构成中,信息科学排名第二,仅次于传播学,占据及其重要的地位。 它往往将技术的应用作

为研究的背景、起点、准备条件,或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环节、因素。 研究视角转型后,网络抗争研究主

要继承社会运动理论资源,着重于探讨媒介使用对政治机会、政治参与的影响。 总体来看,技术进步

带来的可能性始终是该研究领域最为核心的话题,研究者通常将媒介技术作为外在的力量,分析其

对社会抗争诸方面的影响,揭示其在动力学意义上的具体作用或其中的因果关系,往往就容易陷入

技术决定论的窠臼。
第六,从研究的国别差异来看,来自欧美的研究是主流。 虽然中国的抗争案例同美国案例一样,

均是热门的研究对象,但中国学者的研究处在比较边缘的位置。 尽管中国香港中文大学的李立峰教

授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杨国斌教授两位华人学者的活跃度非常高,总体上,该研究领域高活跃

度和最具影响力的作者几乎全部来自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研究机构、学者、研究成果,在图谱中

极少出现。 并且,欧美研究机构之间存在较为广泛的合作关系,与中国的研究机构则完全断裂,中西

方不同学术传统下研究旨趣和研究范式的差异造成了跨文化科研合作的障碍。 学者们纷纷选取母

国的抗争事件和抗争经验为研究对象,或许可以说明,在地的文化经验是支撑网络抗争研究的坚实

根基,对抗争社会文化背景的深刻理解是研究者的必备素养。
第七,通过对网络抗争研究学术地图的描绘,我们还发现了该研究领域的洼地和空白。 目前,至

少有两方面的选题极富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一是关于日常的、适应性的抗争的研究,二是从文化理论

的视角,在宏大的社会背景中分析抗争作为历史变迁过程的组成部分。 这两类选题在既有研究中未

受到重视。 但是,与网络相关的抗争,其形式和动力,来源于多种相互融合又相互冲突的力量,包括

政治、技术、文化、社会、经济等,它应当被视为多种力量、多维互动的结果或动态过程。 出于这个原

因,分析日常抗争和作为文化现象的抗争,不仅可以揭示网络抗争新的形式、动态和结果,也将阐明

社会变迁的模式与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或可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和新的生长点。
本研究亦有不足之处。 虽然将文献计量、知识图谱与传统的综述方法综合运用,以求实现对网

络抗争研究领域进行全面展现和对重要文献进行深度梳理,但是检索词的设置会导致检索结果的不

同,影响研究样本的全面性。 尽管选择了多个关键词进行联合检索,但依然有可能遗漏少数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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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View
 

of
 

Internet
 

Resistance:Structure,
 

Hotspots,
 

and
 

Intellective
 

Bases

Wang
 

Fengxian,Xu
 

Shiwei(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This
 

study
 

conducts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articles
 

related
 

to
 

internet
 

resistance
 

and
 

visual-
ize

 

it
 

as
 

knowledge
 

map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e
 

perspective
 

have
 

shifted
 

from
 

" experience-function"
 

and
 

" technical
 

cybernetics"
 

to
 

" structuralist
 

symbols - power" ,
 

and
 

from
 

treating
 

resistance
 

as
 

a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process
 

to
 

seeing
 

it
 

as
 

a
 

social
 

or
 

political
 

issue;
 

the
 

researches
 

focus
 

on
 

two
 

fundamental
 

is-
sues,

 

the
 

empirical
 

issues
 

of
 

political
 

proces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aggregate
 

logic,
 

and
 

the
 

value
 

issues
 

of
 

how
 

new
 

media
 

impact
 

democracy;
 

the
 

research
 

objects
 

are
 

often
 

serious
 

social
 

protest
 

events
 

rather
 

than
 

the
 

daily
 

resistances,
 

and
 

the
 

radicalities
 

of
 

network
 

culture
 

are
 

ignored;
 

the
 

researches
 

always
 

regard
 

media
 

technology
 

as
 

an
 

external
 

force
 

,
 

revealing
 

the
 

causality
 

or
 

dynamics,
 

which
 

is
 

difficult
 

to
 

get
 

rid
 

of
 

the
 

logic
 

of
 

technical
 

determinism;
 

there
 

are
 

two
 

aspects
 

of
 

the
 

topic
 

that
 

are
 

of
 

great
 

research
 

value
 

and
 

signifi-
cance,

 

one
 

is
 

the
 

study
 

of
 

daily
 

and
 

adaptive
 

resistance,
 

and
 

the
 

other
 

is
 

the
 

analysis
 

of
 

resistance
 

as
 

an
 

inte-
gral

 

part
 

of
 

the
 

historical
 

change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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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收稿日期:2018-12-04
■作者单位:王凤仙,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南昌　 330022

徐仕炜,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汪晓清

·38·王凤仙　 等:网络抗争研究的全球图景:结构、热点与知识基础


